葛兰言的古代中国政治与父子关系研究 by 罗仕韶
葛兰言的古代中国政治与父子关系研究
罗仕韶
（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关键词］王位继替；政治形态；父子关系
［摘　要］基于葛兰言对古代中国社会状况的研究，试图呈现中国古代政治形态如何形塑了父子
关系，以及亲属制度如何成为一种政治原则。当亲属被纳入政治框架中，政治模式的每一次变
动，都会导致亲属关系的重构。中国政治经历了轮流执政、父系王权确立、分封宗法制度、帝国时
期四个阶段，与之相对应，父子关系也经历父子相对、父子继替、儿子作为封臣、亲属情感确立四
个阶段。通过描述政治模式与父子关系如何相互缠绕，藉此说明父子关系不是简单的天然关系，
而更可能是一种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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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言（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以中国古代诗歌、典籍作为材料，整体性地描绘了中国从上古社会到秦汉时
期的社会形态。在《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国文明》《中国人的信仰》《Ｓｏｒｏｒａｌ　Ｐｏｌｙｇｙ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
ｒｏｒａｔｅ　Ｉｎ　Ｆｅｕｄａｌ　Ｃｈｉｎａ》等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 看 到 父 子 关 系 呈 现 了 父 子 对 抗、父 子 继 替、儿 子 作 为 封
臣、父子亲属关系确立四种类型。但是，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父子关系往往与政治、宗教、婚姻等问题
彼此缠绕在一起，甚至根本就被政治形式所遮蔽。因此，我们无法将父子关系单独抽离出来进行讨论，而
只能通过政治形态、婚姻制度、家庭关系的分析，来理解父子关系在其中呈现的样态。葛兰言亦从不认为
父子关系可以自然演进，他对父子关系的论述都是包含在政治框架之内的。父子关系变动的基础在于政
治变革，每一次政治模式发生变化，亲属关系都会随之变化。
由于葛兰言对上古乡村社会群婚制状态下的父子关系并未进行足够的论证，且群婚制下的子嗣认定
如今尚存在多种争论，因此上古乡村中的父子关系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主要聚焦的是部落首领产生
以后的历史过程。在部落首领产生以后，中国历史经历了昭穆交替执政、父系继承确立、宗法分封制、帝国
官僚制四个阶段，本文试图把这四个阶段产生的政治形态与父子关系形态相互对照，藉此观察父子关系如
何与政治模式相契合，以及政治发生变动时，父子关系又会呈现哪些变化。
父子关系并不是基于纯粹血缘的社会现象，它的每一次变动背后都有深刻的政治意涵，唯有将政治过
程与父子关系变动过程同时描述出来，才能够理解父子作为一种亲属关系如何在历史中被形塑完成。基
于此，本文将力争呈现政治模式变革及其动力，以及政治模式与父子关系如何相互对应。并希望借由葛兰
言的研究，能够对中国历史进程有更细致的考察，并且对父子关系有更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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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昭穆制下的父子关系
葛兰言在《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信仰》中都曾论述过昭穆制度，这不同于历史学所言西周之昭穆。
准确说来，西周昭穆是葛兰言所言之昭穆的仪式残留。这种制度已经无法圈定其准确历史时间，但是我们
可以通过传说和仪式推断其必然存在过。所谓昭穆制度指的是两个家族隔代轮流执政的制度，两个家族
一为昭，一为穆，昭穆交替流转执政形成相互关系。昭穆制度中两个家族的地位是平等的，而维持这种平
等的方式就是相互为对方稳定地提供女性。在持续女性交换的过程中，婚姻规范得以成型，继而产生了复
杂的亲属关系网络。为了清晰地呈现政治模式对亲属关系的形塑，我将对昭穆制度之下的婚姻形态、祖孙
关系、舅甥关系、父子关系以及王位与财产继承原则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祖孙关系相近
昭穆时期，家族按照父系方式组织，但是其血缘则是按照母系计算。“地母”①一词表明了土地和母亲
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且由于土地是氏族的本源，因而“地母”也体现孩子与母系氏族存有关联。黄帝的例子
也表明儿子的血统只能由母亲确认。黄帝生在一座有鸮的山上，他通过吃鸮来展示自己的聪慧，而鸮有吃
母亲肉的习惯。对于黄帝而言，吃母亲肉是象征着要确认自己的血统②，这与后来父权建立后，周文王姬
昌吃伯邑考的肉形成鲜明对比。所以，昭穆制度之下，父亲是儿子的家族首领，但是其亲属关系要归属于
母亲。儿子对于父亲只有卑者对尊者的尊敬之情，并不包含任何私人情感因素。
图１　
当我们把亲属网络拓宽，将两个家族交换女性
的婚姻形态纳入进来，就能够在更宽阔的视野中理
解父子关系。以右图１为例，当Ａ家族男子 Ａ２ 娶
Ｂ家族女子Ｂ２ 为妻时，生下的儿子会被计入母系氏
族Ｂ，成为Ｂ３。而Ａ２ 的母亲与Ａ处于同一氏族，则
是Ａ１，因此Ａ２ 的 父 亲 则 是Ｂ１。从 这 里 可 以 看 出，
祖父与孙子是同一家族Ｂ的成员，而父亲则是另一
家族Ａ的成员。此时，祖父、父亲、孙子并不在同一家族，祖父与孙子是同系亲属，而父亲则被排除在同系
亲属之外。也就是说，作为家族首领的父亲与儿子并非同一血缘，祖父与孙子才是具有亲密的血缘关系。
昭穆制度形成父子区隔、祖孙亲昵的关系状态，我们可以从商周时期找到其仪式残留。要说明的是，
商周时期的昭穆仅仅是仪式性的，并不存在轮流执政的可能。仪式主要指的是君王祖庙中会有两排逝去
君主的牌位，父亲与儿子相对，祖父则和孙子在同一排。也就是父为昭，子则为穆，孙复为昭，形成一种“蛇
形的途径”③。这反映出昭穆制度中并未呈现父—子—孙的亲属序列，父子并未成为血缘共同体，祖父与
孙子才是同一血缘群体的成员。另外，在“尸”的仪式中也体现出祖孙关系的相近。商周时期，在孝子对祖
先的祭礼中，家族会选定一个人代表祖先吃饭喝酒，孝子必须对这位代表毕恭毕敬，这位代表则“必须是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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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孙子，如果不是孙子的话，那也必须是亡人家族内其孙辈的人”①。这就是所谓“尸必以孙”②的制度。
基于祖父和孙子之间的特殊关系，孙子在祭礼中替代的是祖父的位置。这种特殊的仪式显示出历史上曾
经存在那么一个阶段：父 子 之 间 的 关 系 亲 密 程 度 不 如 祖 孙。更 进 一 步，由 于 父 系 并 不 是 血 缘 计 算 方 式，
父—子—孙不在同一亲属序列，因此家族也不可能把血亲追溯至某位男性祖先。换言之，昭穆制度之下，
父系祖先和对父孝道的观念都不可能产生。
（二）王位继替导致父子对立
作为一种政治模式，昭穆制度主要通过王与宰辅的相互关系来运行：王拥有天之美德，宰辅拥有大地
美德，只有王和宰辅相互配合，社会秩序才得以正常。当王日益老去时，他不能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
是要通过“禅让”的方式把王位传给宰辅。然后，新王再从旧王的家族中挑选一人作为自己的宰辅，此人一
定要比自己低一辈，以保证双方隔代轮流执政。此时，如果我们把婚姻与亲属关系纳入进来，政治图景会
更为复杂。
实际上，当昭穆两个家族交换女性时，一个家族首领的女儿必然会嫁给另一个家族首领的儿子。当一
个家族首领成为王时，另一个家族首领的儿子便会是宰辅，因此宰辅同时也是王的女婿。同时，宰辅的母
亲也必然是王的妹妹，因此王是宰辅的岳父与舅父。换言之，王位是由舅父传给外甥的。
在王位传递过程中，为了保证王位向对方家族的下一辈流转，避免出现混乱，王的儿子与宰辅的父亲
都会被献祭。我们可以从传说中寻找到一些事例，当尧成为王时，舜娶了尧的女儿为妻，成为宰辅。当尧
老去，作为宰辅的舜准备接替君位时，尧的儿子丹朱则被放逐了③。舜继承王位之后，禹的父亲鲧曾经一
度通过治水证明其有宰辅之德，他想通过成为舜的宰辅，继而继承王位。但最终他治水失败，被大卸八块，
成为“羽渊”深处的精灵。从鲧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鲧不在王位继替的范畴之内，但是他依然希望
通过自己在行政上的成功来提高声望，从而获得王位。鲧希望通过治水使世界得以秩序化，但是他的失败
证明他是无德之人，无法对混乱秩序拨乱反正。丹朱和鲧都希望突破原有继承规则，以其他方式对王位发
起冲击，这显然对新王继位形成某种威胁。为了保证联盟的轮流执政不被打破，他们必然要遭到铲除。从
此，我们更可以明显地看到昭穆的政治原则使得每一对父子深刻对立。由于是隔代轮流执政，他们中必然
有一位会成为德行贤良的王，另一位则要被献祭或放逐。
除了君位，财产传承同样由王传给宰辅，这是通过馈赠④的方式达成的。当舜与尧的女儿成婚时，尧
将牛犊、羊羔、乐器、武器等物品赠送给舜；而后，舜同样将这些物品赠送给禹。此时，财产都是有等级属性
的，贵族的财产要献给封君⑤，封君的财产要敬献给国君，国君则要把财产献给上天。财产产权只有经过
上一级的确认，下一级才能够使用。联盟内所有财产的最高产权都属于国君，因此只有国君将财产赠送给
臣子时，物品的属性才会变化，臣子才能够使用。即使作为下一任的王，严格意义上宰辅也不拥有任何财
产，他只能经由王的馈赠才拥有财产使用权。因此，禅让和馈赠是地位与财富的传递方式。所谓“禅让”只
是家族交替时候的仪式，只有通过这场仪式，新王才能够继承旧王的卡里斯马，获得统领联盟的合法性。
也只有通过馈赠，财产才能在联盟中流转。进一步地，对昭穆时期的父子而言，财产不仅无法进行传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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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君并非始于西周分封制度，它在昭穆时期已出现。在轮流执政期间，王即国君，宰辅所在家族为封国，其家族首领即为封君。
们还都只能通过国君的馈赠才能够获得属于自己的财产。
总结起来，在等级秩序产生之后，上层贵族是通过两个平等的家族轮流执政而形成稳定的政治联盟。
政治联盟的首要原则是保证顺利交替，在此过程中，由于隔代轮流执政，王的儿子和宰辅的父亲都不在王
位继替范围之内，但是他们又有可能觊觎王位，这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他们都会成为保证联盟稳定交替的牺
牲对象，因此父子总是处于对立位置。
二、父系王权制下的父子关系
昭穆制度之下的两个家族之间的竞争是平等友好的，相互之间的联姻、接替也是在和平的环境之下完
成。但是，当一个家族企图压倒另一个家族时，竞争与会盟就会彻底被打破。双方也不再彬彬有礼，而是
充满了对抗与冲突，这必然导致昭穆制度走向崩溃，单系的王权就此产生。这种单系王权产生的模式与
《礼物》中西北美洲特林基特和海达人十分相似。特林基特和海达部落中，夸富宴中的两个氏族原本是平
等的会盟关系，但是当其中一方在夸富宴中无法回报对方时，他就会成为对方的奴隶①。中国社会的情况
同样相似，两个家族轮流执政的模式逐渐会由二元走向一元，王位也由轮流执政变成父系继承。二元模式
中的一个家族被剔除出王位继替范畴，一个家族会世代为王，另一个则永远成为封臣。王位也不再是由舅
父传给外甥，而是由父亲直接传给儿子。在这个独占王位的过程中，舅父成为另一家族成员，父子则从相
对家族变成同一家族。父子相继确认后，父－子－孙的亲属序列变得有意义。此时，一个家族才能将其血
缘溯至某一男性祖先，如此，父系祖先观念才得以产生。
夏作为第一个实现父子传承的王朝，我们可以从其传说中找到父系权威的证据。第一次父子传承发
生在禹和启之间，禹作为第一个有实在意义的父亲，他本身有其特殊之处。大禹发明了“禹步”，禹步能够
带来雷声和春雨。他踏着禹步过河、攀石，并且控制了洪水，使得世界得以秩序化。而“禹步”这种神奇的
舞蹈与上古时期乡村中的男女季节性集会所展现的自然元素不谋而合，不同的是：乡村活动需要男女合
作，但是大禹一个人就完成所有动作。葛兰言认为：“乡间两性相悦的舞蹈，最后变成一种带男子气的舞蹈
……彼时，他拥有祖先般的尊严。”②同时，在父系观念产生之前，乡村社会中有河水泛滥之际男女共同涉
河的季节活动，这后来演变成雌雄双龙缠绕竞争的传说。但是，等到父系王朝建立，雌雄相争变成两条雄
性的龙相互敌对。龙除了男性化以外，还成为夏的祖先图腾③。禹步把两性舞蹈变为男性舞蹈，雌雄双龙
变为雄性都在表明当禹把王位传给启从而建立夏朝时，父亲的权威在社会中便确立了。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当轮流执政变为父系王权时，政治模式的变动便会改变原本的亲属关系。父
系王权确立后立马拉近了父子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抬高父系祖先的地位，使之成为家族共同体的核心象
征。昭穆时期“地母”表达了儿子与母亲之间的血缘关系，但是如今祖先则完全变成男性，并且只有家族男
性成员之间的传递才有意义。父子继承的合法性确认之后，最关键的问题是确保王位顺利传到儿子手中。
在此过程中，宰辅、舅父、叔父都是干扰因素。昭穆时期，王和宰辅分享天地之德，但是单系王权产生会导
致王吞噬宰辅的美德，从而形成国君一人就拥有天地之德。宰辅再也不可能获得王位，他的主要功能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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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尤其是在上一代王死后，新王为父服丧的三年执政空白期。由于新王年纪尚幼，缺乏足够能力和声望
来领导国家，摄政的宰辅一般是王的舅父。“大禹死后，在三年服丧之期快结束之际，宰辅益将权力交给大
禹的儿子启……太甲继承商汤君位，伊尹统治天下三年”①。从此可以看出，夏商两代都实行了三年服丧
期的摄政制度，然后由舅父还政于王的儿子。在此期间，舅父只是过渡者，他们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将王的
儿子献祭或放逐。
虽然舅父作为宰辅已经没有接替王位的法理依据，但是新王与摄政宰辅之间依旧暗含了对立因素，这
导致的后果都是摄政者被新王所杀。启从摄政的益手中接过王权之后，益被迫离开，同为摄政者的伊尹、
周公都死于新王的献祭仪式。服丧之期是宰辅和君王之子竞争的时期，双方都要在此期间积蓄力量，为自
己赢得最终的胜利。君王逝去对于国家整体而言是不洁的，君王之子通过自己守丧期间的德行恪守来清
除不洁，宰辅则通过行政来保证宇宙自然运转，以消除不洁。进一步地说，君王之子和宰辅之间的对立是
两种卡里斯马的对立，新王代表的是嫡长子基于血缘的卡里斯马，而宰辅代表的是基于行政经验所获得的
卡里斯马。新王杀死摄政者的事例表明，作为嫡长子的血缘继承权优先于经验带来的声望。“儿子拿出英
雄般的勇气，从他宣称自己是父亲的继承者那一刻开始，父系的继承原则就开始奠定了”②。亲子关系与
王权系统合二为一之后，父子关系压倒了其他原则，具有不可撼动的性质。
在父系王权日渐成熟的发展中，父系亲属群体显然比母系亲属群体更为可靠，舅父摄政也逐渐转变为
叔父摄政。但是，叔父摄政并非一劳永逸，其最大问题在于兄终弟及的可能。由于叔父同样可能篡权，一
旦叔父摄政之后不愿归还政权，那嫡长子就无法顺利继位。葛兰言认为要避免兄终弟及以确保嫡长子最
终继位，最有效的办法是临终时期执行幼弟继承制。他举了《左传》的例子：吴国国君病重之时，他的弟弟
们都被压制继承权，最终由最年幼的弟弟暂时性掌管君位。当吴国国君逝世，他立马要把君位让给国君的
长子。临终时的幼弟继承制很好地保证了父子相继。首先，幼弟属于可靠的父系亲属群体，显然是比舅父
更合适的摄政人选。其次，幼弟年纪最小，相比其他兄弟，他由行政经验带来的声望权威最低，况且暂管时
间特别短，不会对嫡长子构成威胁。因此葛兰言认为君王弥留之际由幼弟过渡的方式，最终能够保证权力
可以顺利交到嫡长子手中。父系王权与父子继承关系的确立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在政治层面，政治原
则与亲属原则合二为一使得后来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成为可能；在亲属关系层面，父系家族日渐成型，并
且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伦理原则。
三、宗法分封制下的父子关系
嫡长子的继承制度从夏开始已经形成，到了西周时期又形成了分封制度，血缘与政治之间的勾连关系
变得更为复杂。由于夏、商都处于部落社会或者是神圣王权时期，政治与血缘的规范关系更多体现在王位
继承方面。但是西周大量分封诸侯之后，贵族等级制度成为普遍原则，由此也产生了贵族集团内部更加细
致的等级划分，以及政治与亲属图景。当我们把视野从王位继承扩大到整个贵族集团时，只有理解政治对
亲属关系的形塑，才能理解西周贵族阶层运行的逻辑。
（一）嫡长子：对父“尊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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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分封制度是贵族集团形成的基本规则。西周初年，周王室分封大量诸侯，在周天子的名义范围
内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封地，以及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个等级逐级下降的贵族集团。“天子世世相传，每
世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奉戴始祖，是为大宗，众子封为诸侯，为小宗；每世诸侯也是以嫡长
子的资格继承父位，封始祖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封为卿大夫，为小宗。每世的卿大夫也以嫡长子的资格继
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他们的众子各有食地为小宗”①。从此，我们可 看 出 为 了 实 现 贵 族 等 级 体 系 的 维
持，必然要在兄弟之间制造嫡长子和庶子的等级差异。只有通过嫡长子继承父位，迫使庶子的等级低于长
子，封建的贵族体系才得以延续。
嫡长子具有领导兄弟以及兄弟的家庭的权威。宗法制度之下，父亲死后家庭不会完全分裂，嫡长子可
以继承父亲的权威继续担任家族首领。在兄弟关系中，庶子首先需要承认嫡长子作为其首领的政治身份，
服从嫡长子的支配性地位。葛兰言提到，楚国王室某位次子有罪，楚王希望为次子开脱罪责，但是嫡长子
抗议道：“我是整个家族的引导者，弟弟若是犯罪，理应惩罚我。”②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嫡长子在所有
儿子当中的超越性地位，他拥有对其弟弟的管教、领导权力。嫡长子之于庶子的权力更甚于父亲之于儿子
的权力③。
对庶子而言，虽然他可以建立家庭，并且他在自己家中也享有作为父亲的权威。但是庶子家庭中父亲
权威仍然要受制于更高的家族权威，也就是嫡长子的权威。在庶子家庭中，庶子和庶子的儿子都有一个共
同的大家长，也就是嫡长子。庶子的儿子除了对其父亲表示尊重之外，还要对他的伯伯表示尊重。因此，
葛兰言认为中国的家族形态“介于未分化的父家长制和彻底的族长制两方面的性质”④。
在嫡长子与父亲关系层面上，虽然嫡长子是家族内极为特殊的一支，他是家族未来的首领和祖先，唯
有他能够继承其父亲的声望与地位。但是，嫡长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并非温情脉脉。对于嫡长子而言，虽
然他拥有父亲的合法继承权，但是生理的血缘关系并未使得父子亲密相近，政治上的君臣关系才是两人之
间的首要原则。在忠与孝的关系中，对父亲尽孝就是在政治上无条件地尊重父亲，成为父亲最忠诚的臣
仆。“父亲对儿子的权力有点类似于军事权力，而且这种权力首先表现为对嫡长子的权力……儿子与其说
是自己身体的主人，不如说是父亲的臣仆”⑤。这种父权具有显著的封建和军事色彩，作为儿子，他的首要
原则是尊重父亲的权威。他必须时刻像战士一样守卫父亲，避免父亲的荣誉受到任何损害。此时，父子关
系并不具有任何亲昵情感色彩，都是“属于礼节和荣誉的领域”⑥。
父子关系之中强烈的军事色彩也可以从嫡长子的成长过程来理解。男婴出生后第三天，父亲会为儿
子取名。如果当时自己阵营中有人杀死了敌人，并把敌人的头颅埋在城下。那么这名敌人的名字就属于
这名男婴。三个月后，孩子会从母亲手中交付给父亲，他们是通过握手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将两个彼此陌
生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仪式，同样也是兄弟血缘关系军事召集和缔结婚姻联 盟 时 所 共 有 的 特 征 化 行 为⑦。
从这些仪式中，我们可以看出父子关系建立在儿子臣服于父亲政治和军事威严的基础上。
在家族层面上，嫡长子总会接替父亲成为族长。虽然嫡长子接替父亲是家族规则，但是嫡长子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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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等权威的传递。他需要通过自身活动，展示自己拥有成为家族首领的潜力与德行，以获得族人的推崇与
认可。家族首领，意即族长具有凝聚家族、沟通祖先的作用。在家族的祭祀活动中，族长是仪式的绝对核
心。族长个人承载着家族得到的美德与荣誉，只有他才能拥有沟通祖先的功能。在仪式中，族长分配祭肉
也是分配祖先的恩惠与福德。祭肉作为祖先自上而下的福慧传递，其中最重要的实际载体就是族长。因
此，对于族人而言，族长能够激发出共同体的情感，他个人的权威往往带有祖先权威的色彩，因为他终有一
天会成为家族祖先。在家族仪式中，族长是祖先的具象化代表，族人围绕族长而形成团体，他才是联系同
宗之间情感的关键。葛兰言因此才称“众人对族长的敬仰似乎才是造就亲 属 关 系 的 纽 带”①。对 族 人 而
言，嫡长子的权威不是来源于其对父亲的继承，而是他会成为未来的家族祖先。换言之，嫡长子的卡里斯
马不是源自血缘，而是源自其未来在祖先信仰中的宗教身份。
（二）贵族家族组织
分封制度在横向上形塑了长子和庶子两个集团，如果从纵向来看，不断往下分封的结果便是形成亲疏
关系不同的家族群体。此时，确认彼此的亲属关系和亲疏范围变得异常重要。一般而言，人们主要通过姓
和氏来明确自己的家族身份。
姓是贵族成员确认个人身份的首要因素。同姓表明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存在明确或者不明确的血
缘关系。甚至相互之间的祖先关系并不明确，也不妨碍同姓能够证明两者必然存在关联。对于个人而言，
姓是不可剥夺的身份特征，即使随寡母进入新的家庭，只要他对继父恪尽孝道，那么没有人能够更改他的
姓氏。
葛兰言称，“姓简明地体现着这个家族拥有的德，并显示了本家族的种系特征”②。他认为姓是由未分
化的家族发展而来的，未分化家族最原初的状态是乡村社会中的群婚制氏族。这是一个外婚制单位，当它
通过姓来明确家族边界时，外婚制也就发展出了“同姓不婚”原则。与此同时，同姓族人之间也不能相互仇
杀，而同姓族人被杀时，其他同姓家族成员则必须支持其复仇。禁止通婚和禁止仇杀迫使属于同姓的两个
家族相互之间要背负某些义务，从而结成不可分割的联盟关系。同姓家族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
的联盟与义务也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同时，同姓之间的血缘或者祖先关系不可验证，所以相互之间也
无法形成明确的等级关系。
除了姓以外，氏是确认个人身份的第二特征。“氏”由封地发展而来，一个封国内的多个异姓家族可能
共享同一个氏。同姓成员之间不可以通婚，但是，同氏不同姓情况出现时，相互之间则可以通婚。若是“同
姓”之下的“同氏”，那则是“同宗”③，指的是不同高祖之下的亲戚。与同姓家族以“姓”认定关系不同，“同
宗”家族并不依靠姓来确认身份，他们是通过“信仰认亲”的方式来确认。与同姓相比，同宗是通过祖先崇
拜形成的群体，相较于同姓，同宗之间接触更加频繁，关系也更加紧密。
所谓的信仰认亲，指的是通过祭祀祖先的食飨礼来确认亲属关系。实际上，同族成员也有食飨礼，但
是同族食飨礼的基础是参加者身份平等，以友爱的方式增强彼此的联系，以维持同姓联盟。同宗食飨礼则
不同，其目的是通过仪式表达亲属之间的等级序列，明确个人在家族中的位置。在宗族祭祖仪式举行时，
每个人都会给族长准备一份礼物，然后他会依据自己的身份，得到一块由族长分配的祭肉。家族身份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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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是否拥有对大宗先祖的祭祀权来确认的，从而形成等级。这种等级体系也就是五服制度。从高祖开始
计起，同一高祖的玄孙、同一曾祖的曾孙、同一祖父的孙辈、以及同一父亲的兄弟，一共五辈人。族人根据
自己所在的支系，确认与祖先的亲疏关系，以此确定自己的服制。
通过上下等级制造长庶之别，通过亲疏关系确认家族范围，西周的亲属网络完全嵌入到政治等级体系
中。西周政治体系的发育形成了人们对亲属亲疏、等级的认定，这一时期形成的亲属观念，经由后世儒家
知识分子的礼仪教化，不断向下推至普通人的生活，这导致人们认为现下的亲属原则便是自然状态。但
是，我们重新回顾西周制度时就会发现，这些亲属原则是血缘与封建制度相互纠缠的结果。
四、帝国官僚制下的父子关系
在封建制度衰落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以往，诸侯依靠遵循周礼获得声望，但是野心家窜起
之后，土地、财富与人口成为君王称霸的首要追求。与此相对应，依靠血缘继承的旧贵族系统开始崩溃，凭
借知识、巫术帮助君王称雄的新贵族开始崛起。新贵族取缔旧贵族的过程导致了上层政治格局的变动，其
影响最终传导到贵族亲属关系中。
（一）官员新贵族的兴起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开始下降，诸侯的力量不断积聚，并且有人试图突破封建体制。原来，虽然诸
侯之间通过周礼进行声望竞争，但是这些竞争都在天子的政治框架之中。但是，春秋之际，诸侯之间的声
望竞争开始突破原本不可触碰的天子的边界。
葛兰言提到齐燕、晋宋之间声望竞争的故事，以此来说明封建制度的崩坏①。在齐燕的故事中，齐国
帮助燕国之后，燕庄公为感激齐国的行动，亲自护送齐桓公返回齐国。但是，不知不觉踏过了齐国国境。
随后，齐桓公把燕庄公踏过的土地全都划分给燕庄公。表面看起来，齐国慷慨大度地送出了土地财产，但
实际上齐桓公的举动是要把燕国变为自己的附属采邑。因为，只有周天子才有划分土地边界的权力，齐桓
公的举动是模仿周天子。在另一个故事中，晋国控制了宋国，宋国为了反击，以“桑林之舞”招待晋国国君。
由于桑林之舞是天子才有权欣赏的舞蹈，晋国国君最终担心天子礼仪的排场过重而逃跑。如果他完整观
看了桑林之舞，那么他的领地则可能成为宋国的采邑。
从以上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德行与声望竞争的色彩。实际上，春秋时期的一大特征就是
诸侯对声望德行的追求，“外交手腕所依靠的更多是道德力量，而非物质实力”②。这种政治局势催生了一
批帮助君王获得声望的士人阶层，他们通过学习并掌握贵族礼仪来为自己谋取地位。原本，每个封国的最
底层贵族“士”就是把贵族生活样式编纂为法典，并进行推广的群体。如今，这些掌握礼仪的“士”成了各国
国君争相笼络的对象，他们游历各国，为国君出谋划策，争取德行的声望积累。藉此，他们也得以突破原本
的贵族体系，跃升于朝堂之上，成为新的贵族集团。换言之，原本严格按照父子传承方式继替的贵族系统
出现了松动，官职爵位的获得不止依靠血缘，礼仪知识也获得一席之地。并且，政治局面越是混乱，旧有的
贵族系统越受冲击，新贵族越容易突破血缘限制而兴起。
与春秋不同，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已经不再聚焦于声望礼仪，而是直接进行暴力征伐。齐人邹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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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德始终说”①便是契合诸侯争霸的政治局面，以帮助霸主获得政治合法性。征战的方式就对诸侯的
物质能力提出了要求。对君主来说，血统、礼仪已经不具有任何吸引力，他要获得的是人口、土地以及巫术
力量的加持。“以前围绕着国君的卿大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远征的探险家、巫师……等，每个人都为强
权开出处方”②。这种政治局面不仅使得底层贵族可以跃升，出身卑贱的底层平民只要能够帮助君主攫取
实际利益，也能获得贵族身份。张仪便是其中的典型，他出身卑贱，但是凭借个人才能官至秦国宰相。专
业谋士和游说集团组成的政府官员把控了政治命脉，旧贵族在这种情况下日渐衰微，“他继承的除了阶衔
名号外一无所有”③。
等到秦建立完全的官僚体系，官员需要经由皇帝任命，爵位、官职都无法通过父子继替进行更新。旧
贵族拥有家族流传的“德”，但是官僚完全是皇帝之德的体现。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建言献策，以及负
责执行皇帝意志，总之一切都是围绕皇帝个人而展开。对官僚父子而言，他们都是以个人身份与皇帝建立
联系，凭借个人才能获得皇帝的青睐。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父亲担任高级官职，儿子担任低级官职，父子形
成等级关系。等到父亲死后，儿子也无法直接继承父亲官职而跃升，他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提升
自己在等级体系中的位置。
由于等级制度的运行也不再依靠血缘，政权便也不需要通过长幼、亲属传递官职来维持原有政治框
架。当血缘的重要性遭到抛弃，嫡长子制度也走到了尽头。贵族系统之间的父子传承已经完全被打破，唯
有君王可以保证父死子继。政治系统的剧烈变动直接影响了家庭结构，“嫡长子继承制失去了他存在的理
论……残存下来的只有尊重长子的义务”④。
由于嫡长子的权威下降，嫡庶之别开始松动。以往，庶子即使作为父亲还要受到家族嫡长子的压制，
但是如今长子权威只是礼仪性的，他再也不能对其兄弟的家庭内部横加干预。因此，家内父亲对儿子的权
威更加直接。以往儿子作为祖父的替代者、兄弟的首领、未来的祖先，他能够对父权形成掣肘，但是如今则
完全进入到父亲的家庭内部权威中。简言之，家内呈现的权力结构是：嫡长子权力下降，父亲权威上升。
在父子的政治关系中，分封宗法制使得儿子成为父亲的藩属，但是封建制度崩溃之后，“封地授权与父
权依附关系都不复存在了，父亲和儿子关系是直接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属关系”⑤。换言之，直到秦以
后，父子关系的首要原则才是亲属关系，我们日常理解中的温情脉脉的父子关系此时才开始显现。
由于家内父亲的权力得以快速上升，族长则失去了作为未来祖先的神圣宗教身份，只充当仪式性角
色。家族组织也开始变动。在城市生活中，虽然名义上还存在家族，但是各个小家庭各自生活，各自经营，
他们之间并没有集体财产、集体利益，因此实践中的家族内部凝聚力极弱。这导致原本处于家父长制和族
长制之间的家庭形态，逐渐趋近于联合家庭。
亲属关系的变化还伴着一系列仪式上的变动。由于父子情感关系的建立，祖父子三辈形成连续的亲
属序列，孙辈代替亡人的“尸”的习俗消失了；除皇室外，祖先崇拜没有了继承家族“德”性的意义，也不能激
起任何神圣情感。它完全成为单纯的纪念和团聚活动，人们不再祈求从祖先中获得任何巫术力量；经由礼
仪教化，孝道才变得具有宗教色彩，成为家庭的伦理原则，祖先则成为传承伦理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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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的变动：核心家庭出现
尽管上层社会对父权制的推进不遗余力，但是下层社会却依旧保有浓厚的上古遗风，父子之间的情感
关系迟迟没有建立。葛兰言称，秦始皇并没有成功摧毁旧的风俗，在农民的圈子里，经常会有儿子离开他
们的父系家族，靠为妻子的父母工作而维持生计①。但是由于秦是西周贵族后裔，秦国皇室渴望在乡村建
立与贵族集团相似的父系组织。因此，秦在贵族父系基本原则确立后，便通过严苛的秦律，强行推进民间
社会的家父长制进程，试图把男子树立为家中唯一的权威。编户和“连坐”的律法要求一人犯罪，与之相近
的父系亲属要受罚，牵连范围甚广，这便是强行把乡村中的未分化家族变成父系宗族的体现。但是，短命
而亡的秦帝国并未能够使得父系宗族在乡村彻底建立。
与此同时，帝国的军事野心把建立大家族的可能性推得更远。相比三代，吞二周而亡诸侯的秦帝国拥
有辽阔无垠的疆域，并且通过郡县与官僚系统把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帝王手中。修长城、戍边疆等远距离
殖民活动要求人口被迫离开家族土地，赶赴遥远的异乡。沉重的战争、徭役迫使大量农民破产而变卖祖
产，土地集中在少部分贵族手中，这就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失去土地后变为奴隶，家
族财产日渐丧失，这导致乡村中的大家族更难建立。
与秦仰慕西周遗风不同，由于汉高祖刘邦是平民出身，他不像秦朝皇帝一样渴望建立父系大宗族，汉
朝只想把关系维持在父子层面上。因此，到汉文帝时期就废除了大范围连坐的律法，受株连的范围立马缩
小了。也就是说，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小家庭模式最终获得政策首肯。同时，由于城市商业的发展，商人
死后财产常常是分配给各个儿子独立经营。这种遗产处理办法影响到了乡村，这使得父亲死后，兄弟们各
自分家，每人都能占有一份土地产权。土地产权的变动使得核心小家庭异常稳固，父权和夫权变得绝对。
此时，核心家庭才成为乡村社会基本单位，父子关系才是家庭关系的主轴。后来，经过汉代儒家知识分子
的教化，出现了大量关于孝子的故事。通过都市和乡村的教育，父子伦理最终染上了强烈的道德色彩。
五、结　论
葛兰言将父子关系与其背后的政治因素统合起来，以更加细致的视角诠释其意义。葛兰言呈现了父
子对立、父子继替确认、儿子作为封臣、父子情感确立四个阶段类型的父子关系。昭穆时期，两个家族轮流
执政，祖孙属于同一家族，父子则不在同一家族。儿子与父亲一人有德，一人无德。一人将会成为王，另一
人必被献祭或放逐，这导致祖孙相近而父子相对；当二元政治变为一元时，父子传承关系得以确认；分封宗
法制时期，为保证贵族体系的架构，嫡长子首先是作为父亲的下属封臣，政治关系压制亲属情感；分封制度
崩溃后，血缘不具有政治内涵，帝国政策又使得核心家庭建立，父子情感关系才得以出现。在葛兰言来看，
父子关系的变动离不开政治对其的形塑。父子关系不是简单的天然情感，它更可能是一种政治的后果。
只有把政治进程与父子关系统合起来，才能理解古代中国父子关系的真正内涵。
大卫·施耐德是亲属制度研究的重要学者。在他看来，亲属制度是人类学研究的四大领域之一，但是
由于亲属制度往往和政治、经济等问题相互牵扯，因此人类学家无法将亲属制度从社会整体中抽离出来，
形成一个独立的范畴。亲属制度的实际内涵并不是血缘关系本身，而是与亲属相关联的政治和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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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无法通过亲属关系概念来确认权利范畴，而是要通过其他领域的实际运作，来理解亲属关系的真
正内涵。
从葛兰言对中国上古父子关系范畴的研究来看，大卫·施耐德可能走得太远了。虽然父子关系的内
涵不断被政治模式所改变，但是在政治变动过程中，父子关系依旧是构建新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工具。对中
国历史而言，若是完全摒弃父子关系，而只将其置于政治范畴之内进行观察，那就无法对政治变革何以依
托父子关系做出解释。与大卫·施耐德将亲属制度完全视作政治后果不同，葛兰言在父子关系与政治制
度之间建立的关系是双向的。换言之，政治形态和父子关系都是独立的范畴，他们并不存在绝对的从属关
系，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会相互纠缠。因此，将两者统合起来思考，才是更为稳妥的做法。由此，我们可以
看到父子关系为政治模式所改变，政治制度的形成也需要以父子关系为依托。只有通过这种双向关系，才
能帮助我们全面理解政治框架的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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